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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演变特征与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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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0—2021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新注册企业数据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在对数字产业集聚水平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采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Kernel
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性与动态演化特征。研究认为，全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不断下

降，地区差距明显扩大，呈现出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主要受地区规模、市场化程

度、区位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科技人力投入的影响，研发与技术导向尤为明显。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空

间非均衡性突出，区域间差距是主要来源。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偏低，科技人力投入不足是重

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应在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引进和培养人才、统筹调配资源等方面采取措施，从而优化数字产

业空间布局和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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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一词由Tapscott于 1996年提出，其

内容包括数字化的商品和服务、信息技术密集型商

品和服务（Tapscott，1994）。伴随技术发展，数字经

济的定义与分析焦点逐渐从围绕互联网的使用转

向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服务、产品以及运

行这些技术所必要的技能（Abdulkarim，et al.，2023）。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

域，并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

与重塑国际经济格局的关键力量（Grigorescu，et al.，
2021；Wu，et al.，2022；Yan，et al.，2023）。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2017年，

数字经济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8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首次提出

数字中国建设。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2022年，国务院

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顶层设计上

明确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与重大举措。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

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数字中国的整体战略部

署。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数字中国发展

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

10.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41.5%。但

是，由于经济空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存在明显的空

间非均衡性（刘淑春，2019；田俊峰等，2019；刘军

等，2020），数字鸿沟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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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以城乡、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失衡最为突出，

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蔡绍洪等，2022；吕雁琴

等，2023）。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落实区域创新发展战略

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钟业喜等，

2020），是数字化赋能区域和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亟待解决的问题。剖析数字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

变化及影响因素，是引导数字产业合理布局的前提

（舒季君等，2022）。但从现有研究来看，与数字经

济内涵、发展水平测度等研究进展与成效相比，数

字产业空间分布的实证研究显得薄弱，尤其是区域

和国家层面的研究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以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数字产业的代理

变量，首先，基于 2000—2021 年全国 31 个省（区、

市）的新注册企业数据构建数字产业集聚测度指标

体系，分析数字产业的集聚水平及变化；其次，基于

省际面板数据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数字产业

集聚的影响因素及时空异质性；最后，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探讨

数字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性及演变态势，提出数字

产业集聚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经历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新经

济三个发展阶段（Turcan，et al.，2014）。国内学者普

遍采用的数字经济概念来自《G20数字经济发展与

合作倡议》，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

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有效利用信息通信

技术作为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动力的

一系列经济活动。当前，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数字经济规模、发展水平测度（苏冰杰等，

2022）等方面，如对经济增长（Haftu，2018）、环境治

理（Mengling，et al.，2023）、产业结构优化（Rong，
et al.，2023）、企业创新绩效（Quan，et al.，2023）、商

业模式创新（Murthy，et al.，2021）等的影响。在经济

地理学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以下两个方面的

内容：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

响因素。从全国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

的空间非均衡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存在相

似性，大体呈现出“东—中—西”“沿海—内陆”的梯

度递减趋势，区域差距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

距的主要来源（何苗等，2022），但各区域数字经济

产出效率不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李研，2021）。

从影响因素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受多元因素的影

响，如信息化基础、地理区域、经济水平、人力资本、

政府扶持等（余运江等，2023），但在不同研究单元

下存在一定的差异（王彬燕等，2018）。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

地，但大部分城市群数字经济呈现出两极化或多极

化趋势，城市群之间差异较大（张柯贤等，2022）。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京津冀城市群数字经济呈现

出“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

特征（彭文斌等，2022），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整体偏低，地理分布并未遵循城市等级体系与

地理空间等级体系（钟业喜等，2020）。
二是数字产业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数字企业

区位选择动因。毕秀晶等（2011）以企业信息名录

为依据，采用GIS技术等方法分析上海大都市区软

件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显

示，软件产业分布的集聚化特征明显，但集聚中心

由中心城区向郊区偏移。刘程军等（2021）从街道

层面考察了杭州互联网企业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认为，创新创业环境和区位条件是新成立互联网企

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毛丰付等（2022）在

针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中指出，数字产业总体上呈

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主

要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

度的多种因素影响，且因素交互作用严重。

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地区差异

性仍是当前数字经济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针对数字

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较少，大

尺度研究文献尤为缺乏。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支

撑作用持续增强，逐渐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数字产业的合理布局有利于调整产业与空

间结构，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因此，探讨数字产业分布格局与驱动因素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能够为地方制定针对

性政策和有效干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设计

本部分依据数字经济的产业分类和新注册企

32



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演变特征与提升策略

业数据构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对

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多元驱动因素进行说明。

（一）指标与数据

1.测度指标

产业集聚是企业微观主体区位选择的结果（毛

琦梁等，2013）。本文数据来源为 2000—2021年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注册的相关信息。依据

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

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的产业分类范围主要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确定，包含 5
个大类、156个小类。本文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作为数字产业的代理变量，理由如下：

一是考虑信息量较大，数据处理复杂，在行业分类

部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处

理为 20个大类，依据数字产业分类标准，仅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I”，下文

简称 I行业）包含的三个行业全部属于数字产业，分

别是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二是从数字产业

结构内部来看，近年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升，营业收入与营业利润均呈

持续高速增长态势（王俊豪等，2021）。
参考赵浚竹等（2014）的研究，将数字产业集聚

度定义为该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

注册企业数在当年全国该行业新注册企业总数中

的占比，计算公式为：

DIAit =（Pit /Ct）×100 （1）
其中，DIAit表示 i 省 t 年数字产业集聚度，Pit表

示 i省 t年 I行业新注册企业数，Ct表示 t年全国 I行
业新注册企业总数。该指标为相对指标，DIAit取值

范围为大于或等于0，数值越大，表明该省数字产业

集聚度越高。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研究区间设定为

2000—2021 年，研究单元为 31 个省（区、市），未包

含中国台湾、澳门和香港。

2.变量选择

数字产业集聚是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

文重点关注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地方性因素，参考

王彬燕等（2018）、袁丰等（2010）、刘军等（2020）、毛

丰付等（2022）的研究，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与创新

创业环境两个维度选择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 11个

因素（见表 1）。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22年），缺失数据使用相应省份统计年鉴

补齐。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地区数字产

业发展基础与市场潜力的综合体现。一方面，数字

产业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

互联网发展的基础（邱娟等，2010；徐清源等，

2018），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数字化基础设施

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从数字技术应用来看，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拓宽了数字技术在个人应用、

企业电商、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的空间。考

虑地区差异，本文采用人均GDP表征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价格调整。

产业结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密切联

系，其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网络购物、数字

支付等新业态的出现，为数字技术在生活方面的应

用提供了机遇。本文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

的占比衡量地区产业结构。

地区规模与数字产品消费能力。在影响数字企

业选址的众多因素中，市场潜力是重要因素之一，庞

大的消费群体与较高的购买力驱动着数字产业规模

的不断扩大，本文采用年末常住人口数、人均可支配

收入来表征地区规模与数字产品消费能力。

数字基础设施与区位条件。数字基础设施是

数字企业发展的必备条件，本文采用年末移动电话

用户数表征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随着面

对面交流需求的减少，数字经济发展对交通通达性

表1 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说明

类别

经济社会
发展基础

创新创业
环境

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地区规模

数字产品消费能力

区位条件

数字基础设施

政府规模

市场化程度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科技储量

科技人力投入

说明

人均GDP（元/人）

第三产业产值/GDP（%）

年末常住人口数（万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铁路与公路运营里程之和
（万公里）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
（万户）

地方财政支出/GDP（%）

市场化指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研究与试验发展（R&D）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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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性降低，但优越的区位条件提升了数字企业

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对于企业招人、留人显示出了

积极作用。本文使用铁路与公路运营里程之和衡

量地区的区位条件。

第二，创新创业环境。

政府规模。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了数字产业空

间格局的演变，对于数字企业而言，一方面，土地、税

收是影响企业选址成本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产业

政策、产业基金、指向性和财政补贴等显著影响着技

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Winthrop，et al.，2002），政府

支持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Liang，et al.，2023），为
企业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支撑。本文使用地方财

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

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激发

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通过完善市场法律法规等手

段保护专利者的权益和推动技术交易活动的成交，

本文参考樊纲等（2011）研究，采用市场化指数表征

地区市场化程度。

技术创新条件。数字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与

人才密集型产业，地区科研水平与整体创新环境是

数字企业选址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创新型数字技

术人才是数字企业发展的基础，稳定的人才供给是

数字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黄新焕等，2018）。本文

分别使用专利申请受理数、研究与试验发展（R&D）
人员全时当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衡量科技储量、

科技人力投入与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二）研究方法

第一，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的优势是普遍适用性，即对于样本量和样本是否有

无规律均无特殊要求，因此，该方法是多因素研究

中常用的方法。为解决量纲不一的问题，研究中通

常采用初始化或均值化的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详细计算公式和步骤请

查阅刘思峰等（2013）的研究。

第二，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Dagum基尼

系数是研究区域差异的常用方法，本文使用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来分析中国数字产业集聚的地

区相对差异及差异的构成和来源。计算公式为：

（2）
其中，G为数字产业集聚度总体基尼系数，c为

省份个数，k为区域个数，y为当年数字产业集聚度

平均值，cj、ch分别为区域内省份数量。总体基尼系

数（G）由区域差距（Gw）、区域内差距（Gb）和超变密

度（Gt）三个部分组成，基尼系数分解详细步骤请查

阅Dagum（1997）论文。

第三，莫兰指数（Moran’s Ⅰ）。全局莫兰指数

用于反映数字产业集聚的总体空间关联程度，用于

判断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变化是否与相邻空

间有关。局部莫兰指数则用于检验局部区域数字

产业的空间集聚性。全局莫兰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3）
其中，It为 t年全局莫兰指数，xi、xj分别为 i省与 j

省的数字产业集聚度，S2为数字产业集聚度观测值

方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为全国数字产业集聚度

的平均值，n为研究地区数量。It取值范围是［-1，1］，
It ﹥0或﹤0时，认为数字产业集聚为空间正相关或

负相关，It =0时，认为数字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为随

机分布。

第四，Kernel 核密度估计。Kernel 核密度估计

方法使用连续密度曲线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

及变化。核密度函数的表达形式多样，本文采用高

斯核密度函数来刻画数字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

参考孙畅等（2020）、韩兆安等（2021）、张永姣等

（2023）的研究，核密度估计的函数形式如下：

（4）
其中，N表示省份个数，Xi表示独立同分布的观

测值，本文指数字产业集聚度；x为数字产业集聚度

的平均值；H表示核密度，k表示带宽。f（x）值越大，

核密度越高，说明产业集聚度越高。

三、数字产业的集聚水平与影响因素

基于前文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利用企业注册

数据测算 2000—2021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数

字产业集聚度，从全国、区域和省域三个层面分析

数字产业的集聚水平及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采

用统计年鉴数据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数字产

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异质性。

（一）数字产业的集聚水平与变化

1.全国层面：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不断下降

2000—2021年，全国数字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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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I行业新注册企业数由 3.28万个增加至 57.82
万个，年均增速达 13.69%。具体来看，2000—2004
年，数字产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自 2001 年加入

WTO后，中国数字企业开始大量出现，2003年迎来

增长小高峰，较 2002 年增长 50.78%。2006—2012
年，各省份数字产业波动发展，全国 I行业年均新注

册数约为 8万家，数字产业集聚度中位数在 3附近

小幅波动（见图 1）。其中，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影

响，2009—2012年新注册企业数有所下降，地区数

字产业集聚度差距有所扩大，但不明显。2013年以

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与引导政策，数字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3—2021年，全国 I行业新注册企业数增加7倍，

其中 2014 年、2015 年和 2019 年增长率分别达

56.28%、43.11%和 35.32%。伴随数字企业在全国

各地的涌现，数字产业集聚度的中位数呈不断下降

趋势，由 2013 年的 2.89 下降到 2021 年的 1.62 与此

同时，箱体高度与异常值明显增加，表明地区间的

数字产业集聚度差异有扩大趋势，部分地区是数字

产业集聚的热点区域，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持续

领先。

2.区域层面：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差异性显著

从区域层面看，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与变化趋势

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见图 2）。总体来看，东部地区

和中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度较高，绝大部分年份高

于全国均值，是数字产业集聚的热点地区。具体来

看，2000—2013年，中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较快，I
行业年均新注册企业数2887个，产业集聚度总体处

于波动上升阶段，并于 2007年超越东部地区，2009

年达到峰值（5.11）。2014年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度逐年下降，到 2021年下降为 2.14，但仍高于全国

均值及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2000—2009年，伴随

全国各地数字产业的发展，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度有

所下降，I行业年均新注册企业数2817个，集聚度均

值由4.69下降为3.25。2010年后，东部地区数字产

业规模明显扩张，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快速提升，到

2021 年东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度均值达 6.99，是
2010年的 2倍，分别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

地区的 3.27 倍、6.59 倍和 4.6 倍。与上述两个区域

相比，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产业整体集聚水平

偏低，但在变化趋势上存在一定差异。研究期内，

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度均值为 2.01，始终处于全

国均值之下。东北地区数字产业集聚表现出阶段性

特点。2000—2009年，东北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

变化表现为“上升—下降—上升”，集聚度均值由

2.43上升至3.89。从2010年开始，东北地区数字产

业集聚水平骤降，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差距明显，

到2021年，数字产业集聚度均值下降为1.52。
3.省域层面：部分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两极

分化

由于本文研究跨度较大，基于上文分析结果，

在此以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2019年和

2021年作为代表年份分析省域层面的数字产业集

聚度与变化情况。具体地，以 2000年数据为依据，

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将数字产业集聚度划分为四个

等级：第一等级（集聚度≥5）、第二等级（集聚度介

于2.34—4.99）、第三等级（集聚度介于0.87—2.44）、
第四等级（集聚度≤0.86）（见表2）。

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演变特征与提升策略

图1 2000—2021年全国数字产业集聚度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年份）
图2 2000—2021年四大区域数字产业集聚度均值及

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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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两

极分化特点。在东部地区，广东数字产业集聚水平

较高，除2009年、2021年外，均排在全国首位。数据

显示，2000—2021 年，广东 I 行业新注册企业数由

3029个增加至2021年的78046个，数字产业集聚度

均值为 10.18，其中，2013—2021年均值高达 11.62。
此外，江苏、浙江和山东也是数字产业集聚的热点地

区，集聚度均值分别为 7.56、6.37和 5.86，排在全国

前列。但海南和天津数字产业集聚度偏低，绝大多

数年份处于第四等级，数字产业集聚度在 0.86 以

下。从企业注册数据来看，2001—2012年海南和天

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和12.4%，多个年份存在

负增长情况。在中部地区，河南、安徽、湖北和湖南

集聚度较高，研究期内数字产业集聚度均值分别为

5.83、4.64、4.24和4.58。其中，安徽在2006—2012年

连续7年进入全国TOP5行列，2009年 I行业新注册

企业数 5314个，集聚度为 8.67，超越广东排在第一

位。河南有11个年份进入了全国TOP5行列，其中，

2017年 I行业新注册企业数2.3万个，较2016年增加

25.6%，产业集聚度为8.47，排在全国第二位。而江

西和山西产业集聚度持续偏低，2000—2021年均值

分别为2.73和1.75，位于第二、三等级。

如前文所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数字产业集

聚度普遍偏低，但存在少量数字产业集聚中心。在

西部地区，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的数字产业

集聚度明显偏低，主要位于第四等级，贵州、内蒙

古、重庆和云南相对较高，位于第二、三等级。研究

期内，四川和陕西是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的中

心，其中，2001—2021年，四川 I行业新注册企业数

以年均17.41%的速度增长，数字产业集聚度均值为

5.62，有9个年份进入全国TOP5行列。陕西数字产

业规模持续扩大，集聚度逐年攀升，由 2000 年的

1.91 上升到 2019 年 11.50，在全国的排名由第十九

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广东，但近两年来有所下

降。东北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变化趋势存在显著的

差异，具体来看，黑龙江数字产业集聚度呈先上升

后下降趋势，2001—2010年 I行业新注册企业数以

年均 29.6%的速度增长，产业集聚度由 1.44上升到

5.35；此后逐年下降，到 2021年为1.18，处于第三等

级。吉林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始终处于低位，变化较

小，2000—2021年介于0.8—2.91，处于第三、四等级。

辽宁数字产业集聚度呈逐年递减趋势，2000年集聚

度为5.96，排在全国第七位，仅次于浙江（集聚度为

5.97），2001 年达到近 20 年集聚度峰值（7.17），到

2021年下降为2，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二）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

1.实证结果

揭示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是促进地方数字

产业发展和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着力点。

基于 2000—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和灰色关联度分

析法计算各因素与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关联度（见

表3）。从全部样本数据的测算结果来看，各因素与

数字产业集聚度的关联度均在0.9以上，表明本文所

选因素对数字产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从关联度排

序来看，前 5个因素依次为地区规模、市场化程度、

区位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和科技人力投入，技术市场

发展水平、科技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相对较小。基于前文分析可知，数字产业集聚存在

表2 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2019年和2021年数字产业集聚度等级划分结果

等级划分

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第四等级

2000年

9（29.03）
北京、广东、河南、
湖南、江苏、辽宁、
山东、上海、浙江

5（16.13）
10（32.26）
7（22.58）

甘肃、宁夏、青海、
西藏、海南、天津

2004年

7（22.58）
广东、湖北、湖南、
江苏、山东、四川、

浙江

10（32.26）
9（29.03）
5（16.13）

海南、宁夏、青海、
天津、西藏

2009年

6（19.35）
安徽、广东、
河南、湖北、
湖南、江苏

13（41.94）
7（22.58）
5（16.13）

海南、宁夏、
青海、天津、

西藏

2013年

7（22.58）
安徽、广东、河南、
湖北、江苏、四川、

浙江

11（35.48）
9（29.03）
4（12.90）

海南、宁夏、青海、
西藏

2019年

7（22.58）
广东、海南、河南、
江苏、山东、陕西、

浙江

7（22.58）
9（29.03）
8（25.81）

北京、甘肃、吉林、
宁夏、青海、天津、

西藏、新疆

2021年

5（16.13）
江苏、广东、
福建、四川、

山东

4（12.90）
14（45.16）
8（25.81）

甘肃、广西、
贵州、内蒙古、
宁夏、青海、

新疆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表中数据为各等级包含的省份数量，括号内为该等级包含的省级数量在总体中的占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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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变化特点，故将样本划分为2000—2013年和

2014—2021年两个部分，分阶段考察数字产业集聚

影响因素的变化。结果显示，2000—2013年，各因

素对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与全部样本下的结果

基本一致。2014—2021年，数字基础设施、科技人

力投入和科技储量对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明显

提升，分别排在第二、三、五位，这表明数字产业集聚

越来越表现出研发与技术导向。

2.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数字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性突出，本

文将样本数据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四个区域，对数字产业集聚影响因素

的区域异质性进行探讨（见表 4）。总体来看，无论

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区位条件的改善

都能够显著促进数字产业集聚。从各地区来看，所

选要素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的影

响程度与全部样本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其中，科技

人才投入对于促进数字产业在西部地区集聚具有

积极影响，关联度为0.947，排在第三位。各要素对

东北地区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要素

关联度均在 0.9以下，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规模的影

响较为突出，关联度分别为 0.848 和 0.816，排在第

二、第六位。比较来看，各要素对中部地区数字产

业集聚的影响程度与其他区域存在较大差异。其

中，科技人力投入是数字企业在中部地区选址的首

要因素，关联度为0.996，排在第二位的是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

于吸引数字企业到中部地区集聚同样具有显著影

响，关联度为0.944。

四、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性与

演变特征

为了进一步明确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地区差

异性与演变特征，该部分首先采用Dagum基尼系数

及其分解对数字产业集聚的地区差异性及来源进

行分析，其次采用莫兰指数对数字产业集聚的空间

相关性进行分析，最后通过Kernel核密度估计法对

其演变特征进行判断。

（一）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性及来源

分解

采用 SPSS22.0 测算 2000—2021 年总体 Dagum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3 各因素与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关联度

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
水平

地区规模

产业结构

区位条件

数字基础
设施

政府规模

市场化程度

数字产品
消费能力

技术市场
发展水平

科技储量

科技人力
投入

全部样本

关联度

0.955
0.980
0.960
0.965
0.963
0.946
0.970
0.956
0.936
0.945
0.962

排名

8
1
6
3
4
9
2
7
11
10
5

2000—2013年
关联度

0.961
0.983
0.965
0.969
0.967
0.954
0.973
0.966
0.948
0.950
0.967

排名

8
1
7
3
5
9
2
6
11
10
4

2014—2021年
关联度

0.921
0.962
0.914
0.935
0.962
0.889
0.931
0.919
0.897
0.933
0.951

排名

7
1
9
4
2
11
6
8
10
5
3

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规模

产业结构

区位条件

数字基础设施

政府规模

市场化程度

数字产品消费能力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科技储量

科技人力投入

中部地区

关联度

0.944
0.916
0.906
0.946
0.957
0.908
0.915
0.942
0.890
0.915
0.996

排名

4
6
10
3
2
9
7
5
11
8
1

西部地区

关联度

0.912
0.965
0.924
0.947
0.933
0.898
0.941
0.916
0.900
0.904
0.947

排名

8
1
6
2
5
11
4
7
10
9
3

东北地区

关联度

0.772
0.875
0.821
0.837
0.767
0.816
0.848
0.766
0.720
0.749
0.847

排名

7
1
5
4
8
6
2
9
11
10
3

东部地区

关联度

0.908
0.957
0.918
0.934
0.934
0.904
0.933
0.914
0.877
0.904
0.925

排名

8
1
6
2
3
9
4
7

11
10
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4 各区域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演变特征与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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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并按照四个区域对Dagum基尼系数进行

分解，以揭示地区差异性及来源。结果显示，

2000—2021 年，总体 Dagum 基尼系数介于 0.332—
0.517，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9 年，四

大区域数字产业集聚差异处于波动状态，基本以缩

小趋势为主，但降幅较小。2010—2021 年，Dagum
基尼系数逐步上升，由 0.330 上升到 0.517，表明地

区间数字产业集聚的差异逐步扩大，与上文分析结

果一致。从Dagum基尼系数分解情况来看，地区差

异性是主要来源，2000—2021年年均贡献率（Gw）为

45.33%，超变密度（Gt）贡献率和组内差异（Gb）贡献

率相当，分别为27.44%和27.23%。

从区域内部来看（见表 5），东北地区和中部地

区Dagum基尼系数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内

部数字产业集聚差异相对较小。在大部分年份，东

部地区、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且变化趋

势较为一致。其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差异在近两

年有明显扩大趋势，Dagum基尼系数显著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及其他三个区域。

（二）数字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

Dagum 基尼系数的检验结果显示了中国数字

产业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进一步地，使

用SPSS22.0计算2000—2021年全局莫兰指数，对数

字产业集聚的空间关联性进行检验。在计算时，本

文采用两种权重矩阵：一是邻接矩阵，二是以

2000—2021年各省（区、市）人均GDP均值作为地区

“经济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见表 6）。在研究范围内，各地区数字产业集聚不

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即省域层面的数字产业集

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体来看，基于邻接矩阵的

测算结果显示，仅 2012年全局莫兰指数通过 5%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全局莫兰指数为 0.161，为弱相

关。同样地，基于经济距离矩阵测算的全局莫兰指

数仅在 2006 年和 2012 年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全局莫兰指数分别为0.159和0.114。
（三）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演变特征

利用 Stata16.0 软件对 2000—2021 年数字产业

集聚度进行Kernel核密度估计，由于本文研究期较

长，图中数据堆叠不利于集聚水平演变态势的分

析，基于上文分析结果及对核密度估计结果的逐年

分析，最终选择2000年、2004年、2009年、2015年和

2021年作为代表年份进行绘图（见图3）。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5 2000—2021年区域内部Dagum基尼系数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东北地区

0.338
0.330
0.275
0.217
0.215
0.229
0.143
0.051
0.204
0.118
0.157
0.205
0.247
0.198
0.185
0.168
0.162
0.182
0.160
0.171
0.174
0.180

东部地区

0.313
0.324
0.368
0.425
0.324
0.424
0.312
0.350
0.359
0.336
0.331
0.349
0.358
0.394
0.382
0.386
0.375
0.400
0.429
0.395
0.421
0.440

中部地区

0.356
0.242
0.145
0.174
0.275
0.227
0.145
0.243
0.179
0.132
0.168
0.203
0.191
0.191
0.247
0.252
0.264
0.280
0.253
0.278
0.282
0.291

西部地区

0.457
0.444
0.410
0.440
0.396
0.415
0.412
0.341
0.391
0.372
0.402
0.413
0.395
0.395
0.410
0.413
0.438
0.430
0.505
0.627
0.668
0.701

表6 2000—2021年全局莫兰指数测算结果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基于邻接矩阵

Moran’s Ⅰ
指数

0.062
-0.008

0.013
-0.008
-0.015
-0.09

0.139
0.069

-0.087
0.111
0.056
0.041
0.161
0.009
0.018
0.051
0.084
0.026
0.097
0.181
0.192
0.189

z值

0.801
0.213
0.392
0.213
0.158

-0.48
1.458
0.86

-0.456
1.219
0.75
0.627
1.642
0.355
0.434
0.709
0.991
0.502
1.099
1.810
1.775
1.632

p值

0.212
0.416
0.347
0.416
0.437
0.316
0.072
0.195
0.324
0.111
0.227
0.265
0.05
0.361
0.332
0.239
0.161
0.308
0.136
0.035
0.065
0.133

基于经济距离矩阵

Moran’s Ⅰ
指数

-0.019
0.031
0.086
0.064

-0.155
-0.011

0.159
0.031
0.056
0.052
0.048
0.093
0.114
0.09
0.059
0.06
0.057
0.042
0.046

-0.038
0.041
0.057

z值

0.183
0.801
1.474
1.21

-1.505
0.273
2.383
0.792
1.11
1.053
1.01
1.557
1.825
1.527
1.138
1.154
1.117
0.927
0.985

-0.055
0.119
0.165

p值

0.427
0.212
0.070
0.113
0.066
0.392
0.009
0.214
0.133
0.146
0.156
0.060
0.034
0.063
0.127
0.124
0.132
0.177
0.162
0.478
0.120
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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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动态演化具有如下

特征：第一，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经历了先缩小后扩

大的发展趋势。从 Kernel 核密度分布曲线的波峰

高度与分布曲线宽度变化看，2000—2009年波峰高

度持续上升，宽度逐渐收窄，表明这一时期数字产

业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在减小。2010年以来，波峰

高度持续下降，分布曲线宽度逐步扩大，这意味着

省域层面的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从低值高度集中向

高值相对分散的方向变化，空间非均衡性加剧。第

二，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不存在明显的多极化趋

势。从波峰数量看，研究期内Kernel核密度分布曲

线主要为单峰模式，仅2004年、2009年出现了短暂

的双峰，但峰值较小、宽度较大，说明中国数字产业

集聚水平整体上不存在明显的多极化趋势。第三，

数字产业集聚水平趋于下降。从位置变化看，数字

产业集聚水平的 Kernel 核密度分布曲线中心逐步

左移，左拖尾逐渐收缩，表明伴随数字产业在全国

各地的发展，数字产业集聚水平整体降低，但数字

产业集聚度较高省份与较低省份之间的极差在逐

步扩大。

五、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数字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数字产

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数

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

2000—2021年全国新注册的数字企业持续增

长，数字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但从数字产业集聚

水平来看，全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差距呈明显扩

大趋势，地区间差距是主要来源。在省域层面，数

字产业集聚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仍没有打破“胡

焕庸线”，呈现出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的趋

势。从区域层面来看，中部地区发展相对均衡，且

水平较高。东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整体较

高，但两极分化特点突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等省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排在全国前列，而

海南、天津等省份则显著低于全国水平。东北地

区和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持续偏低，与东

部地区、中部地区差距明显，是未来中国在推动数

字产业化发展与打造数字产业集群过程中应重点

关注的区域。

2.集群化效应尚未显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①。基于上文分析可知，一方

面，中国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数字

产业集聚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地区差距

呈进一步扩大趋势，但总体上不存在明显的多极化

趋势，这意味着，即使在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

海等优势地区，数字产业集聚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

平，辐射半径广、带动力强的集聚中心尚未形成。

另一方面，基于莫兰指数的测算结果可知，省域层

面的数字产业集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区域内、外

部的产业联动较弱，限制了整个行业的有序发展和

壮大，距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仍

存在一定差距。

3.科技人力投入不足

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是多元因素共同驱

动的结果，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中国数字产业发

展基础条件还较为薄弱，科技人力投入不足成为制

约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以东北地区

和西部地区最为突出。在数字产业发展过程中，人

才和科技是首要条件，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实质是

人才驱动。统计数据显示，研究期内科技人力投入

规模持续增长，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

量的全国均值从 2000年的 29746人年增加到 2021
年的164963人年，但从各区域科技人力投入规模在

全国的占比来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投入严重不

足，而这也是造成数字产业集聚区域不均衡问题的

重要原因。研究期内，东部地区的科技人力规模在

图3 2000年、2004年、2009年、2015年和2021年中国数字

产业集聚的Kernel核密度估计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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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占比持续提升，从 2000 年的 48.72%上升到

2021年的 65.60%，中部地区相对稳定，在全国的占

比均值为 16.91%。但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科技

人力投入在全国的占比持续下降，分别从2000年的

10.65%、17.97%下降到2021年的3.89%、12.71%，降

幅明显。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科学认识数字产业的集聚水平与时空演变规

律是做强做优做大数字产业的前提，深入探讨数字

企业选址的影响因素能够为地方制定针对性政策

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作为数字产业的代理变量，基于2000—2021
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新注册企业数据构建测度

指标，在对数字产业集聚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

因素，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 Kernel 密
度估计方法分析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性

与动态演化特征。获得如下结论。

（1）全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不断下降，与经济

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似。2013年以来，伴随

引导与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出台，数字经

济在全国各地快速发展，全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趋

于下降，在空间分布格局上仍未打破“胡焕庸线”，

表现为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梯度递减。东部地

区和中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度较高，存在两极分化

特点，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整体水平偏低。

（2）数字产业集聚是多元因素驱动的结果。总

体上，数字企业选址对于地区规模、市场化程度、区

位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科技人力投入表

现出较高的敏感性。近年来，数字基础设施、科技

人力投入和科技储量对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

明显提升。此外，数字产业集聚的驱动因素存在区

域异质性。其中，提升科技人才投入对于促进数字

产业在西部地区集聚具有显著影响，市场化程度与

政府规模对于东北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具有显著影

响。各要素对中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

与其他区域存在较大差异，排位靠前的依次是科技

人力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区位条件和经

济发展水平。

（3）中国数字产业集聚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地

区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地区间差距是

主要来源，研究期内组间贡献率均值为45.33%。从

区域内部差异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内部差异

较小，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有明显扩大趋势。莫兰指

数测算结果表明，数字产业集聚在省域层面上表现

出独立性，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4）总体来看，中国数字产业集聚还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东北地区和

西部地区是未来中国在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打造

数字产业集群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区域；二是集群

化效应尚未显现，区域内、外部产业联动较弱，辐射

半径广、带动力强的集聚中心尚未形成；三是数字

产业发展基础条件还较为薄弱，科技人力投入不足

成为制约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以东

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最为突出。

（二）建议

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禀赋、政策红利、数字经

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数字产业

集聚的空间非均衡性突出，引导数字产业合理布局

和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任重道远。基于本

文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引导数字产业合

理布局，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对于数字产

业发展基础与环境相对优越的区域，应加强政策引

导与支持，充分利用其在产业发展基础、创新环境

等方面的优势，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

区汇集，着力构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数字人才等

高度融合的集群发展生态。聚焦数字经济重大创

新领域，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强化技术创

新能力与引领示范作用。对于数字产业发展处于

初步阶段的区域，应以市场为主导，引导和支持建

设一批专业化、特色化的数字产业集群。挖掘区域

比较优势，精准布局数字存储产业，夯实大数据产

业基础。强化科技创新、融资对接和政策保障，壮

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数字产业集群生

力军。

第二，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引进和培养人才，为

实现数字技术原始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强化人才

队伍建设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家人才竞争

力的必然选择。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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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经济和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

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激发数字人才潜能，强

化数字经济的人才支撑，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大驱动力。聚焦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大

力引进国内外一流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

高水平创新团队。加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

站、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院等平台建设，以科研创

新平台凝聚产业人才。强化创业资助、生活保障、

医疗保险、子女教育、住房等政策的支持与落地，构

建人才引进的长效机制。加大教育资源整体力度，

持续推动院校、研发机构的人才培养工作，构建高

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互促的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统筹调配资源，强化技术研发与创新，提

升数字产业集聚度。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

层面，数字产业的集聚与发展越来越表现出研发导

向，各地需继续加强技术创新环境的建设，吸引企

业集聚，激发数字企业创新活力。发挥R&D经费投

入的正向激励作用，有效落实税收优惠等政策，鼓

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

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各类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引领作用。推动数字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和合作，加强量子信息、先进

计算机、未来网络等前沿技术攻关，提高数字经济

的技术创新力和产品竞争力。规范数据公开与使

用，提升跨部门跨行业的统筹协调力度，有效解决

“信息孤岛”问题，提升数字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

充分发挥数据作为关键创新要素驱动地区发展的

作用。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 年第 21 期：4—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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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China’s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Level

Sun Na Tao Ketao Yang Shiwei Chen Wenhui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newly registered enterprises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21，the measurement index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en，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and Dagum Gini coefficient，Moran index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hina has been declining，and the regional gap has expanded
significantly，showing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digital industry
is mainly affected by regional scale，marketization degree，location conditions，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eve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power input. The impact of R&D and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 spatial
disequilibrium of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digital industry is prominent，and the inter-regional gap is the main source.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digital industry in the northeast and western regions is low and the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power are important limiting factors. Therefore，China should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digital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by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troducing and training talents，and coordinating and deploying resources.
Key Words：Digital Industry；Agglomeration Level；Regional Difference；Evolution Trend；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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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国土空间优化的挑战与应对*

薛 领 赵 威 刘 丽 娜

摘 要：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始终是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现有的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多聚焦于对

低碳空间治理思路、框架、工具的整体性把握，尚缺乏明确的碳约束目标及行动指南，亟待将“双碳”目标全面融入国土

空间规划的目标体系、决策体系和保障体系，发挥规划在空间治理上的统筹引领作用。首先，国土空间优化光论“地”不

谈“天”不行，也不能“就土论土、就地论地”；其次，低碳和“双碳”目标并不完全等同，要避免“双碳”研究中忽视国土，也

要在研究国土问题中厘清“双碳”；再次，空间优化是个复杂动态过程，需要高度重视深度不确定性。因此，未来有必要

建立国土空间抗解性识别分析范式和方法，开发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国土空间协同演化集成模型，构建国土空间多目

标优化调控理论体系，并沿着科学认知、信息技术、智能规划、创新制度四个主轴展开深入研究和理论构建。

关键词：“双碳”目标；国土空间优化；深度不确定性；抗解问题；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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